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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從譯場中呈現的翻譯制度和方法的角度來觀察漢語佛經文獻的形成過程及

其對漢語和中國語言學之貢獻。自東漢開始，佛經從印度和西域緩慢地輸入中國的邊

境。讓佛教在中國紮根最必要的條件之一便是將原以梵文和西方語言寫成的佛經翻

譯成漢語。而為了確認其最佳質量，需要一種特別嚴格的，準確的翻譯制度。從較

早期的佛經翻譯史開始， r譯場」就是這種翻譯制度的核心場所。而且， r譯場」也代

表一所語言接觸的中心。

譯場盛行時代亦是聲韻學重要的發展時代，特別重要的發現與發明諸如反切拼

音法和四聲理論。與中國前世語言學發展相比，這時代的語言學研究方向更為注重微

觀因素，如音節結夠等方面的理論。或須在這個過程中，譯場和譯經活動扮演個主要

角色。通過接觸外來語，能夠從觀察該語言的特徵分析自己語言的特徵。因此，在

譯場參與翻譯的人能夠從文字系統和語音兩方面觀察漢文，梵文的語言特徵。比較

分析梵文與漢語對當時的語言學界或有重大的啟發作用。

關鍵詞:譯場、佛經顯譯、中國語言學史、中國語言史、翻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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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從譯場中呈現的翻譯制度和方法的角度，來觀察漢語佛經文獻之形成過程，

及其對漢語和中國語言學發展之貢獻。自東漢以來，佛經從印度和西域緩慢地傳入中

國的邊境。當時通曉西方語言和漢語的人才不多。因此，讓佛教在中國紮根最必要的

條件之一，便是將原以梵文和西方語言記載的佛經翻譯成漢語。漢語佛經，即譯經，

是將佛教的教義帶入中國的主要載體。漢語佛經的資源成長茁壯，與譯場制度有密不

可分的關係。

在中國，譯經是傳教能否成功的主要依據。為了確認其最佳質量，需要一種特

別嚴格叉準確的翻譯制度，而「譯場」從較早期的佛經翻譯史就是這種翻譯制度的核

心場所。在譯場，當時若干來自西域和中國的知識分子都能夠參與翻譯活動。因此，

「譯場」也代表語言接觸的中心。接觸外來的語言，可以藉由觀察該語言的特徵，來

對比分析自己語言的特徵。在譯場，參與翻譯者不但能夠觀察梵文的拼音文字，也能

夠體驗梵文的語音。因此，在譯場參與翻譯者，能夠從文字系統和語音表達兩方面，

來觀察漢梵文不同的語言特徵。比較分析梵文與漢語對當時的語言學界具有重大的啟

發作用。因為佛經翻譯活動代表漢語與西方的語言，特別是梵文和所謂「胡語」的一

次長期接觸，佛經翻譯活動讓當時學者明確分析漢語與外語之間的差異，對漢語和語

言學研究其有深遠的意義。

佛經翻譯的時代亦是聲韻學發展的重要時代，特別重要的發現與發明，諸如反

切拼音法和四聲理論，隨著佛經翻譯時代同時出現。此類語音學概念形成韻書的發展

基礎。在佛經還沒傳入中國之前，中國人早已重視語言學，特別對語言哲學，語義學和

文字學的重要性，如漢代出現的〈爾雅) I {方言〉和〈說文解字〉三本書等書，但是

學者猶未系統地發展若干微觀語言學方面，如將音節分切到最小的單位。接觸外來的

拼音文字後，較容易發現音節更小的單位。東漢以前的學者亦未系統的研究漢語的聲

調，到了魏晉南北朝，四聲論變成學術界很熟悉的理論。由於梵文與西域的語言沒有

使用聲調區別意義的語音因素，四聲論的發展與中西語言接觸也可能有關係。

漢語佛經本身有學術方面的多元性:宗教性，哲學性，而最近幾年不少的學者正

在努力地探討佛經對語言學與漢語史研究的應用和價值。從漢語史的角度來看，佛經

翻譯對漢語最明顯的影響，便是擴大了漢語的詞彙。其次，佛經語體受到原文語法及

語音的影響，而廣被中國人閱讀並研究後，其語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後世作者的用

語。因此筆者認為在這篇文章，透過描述譯場的制度，可以更進一步了解漢語佛經的

龐大資料庫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漢語佛經翻譯方法如何影響漢語語言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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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經傳入中國的歷史背景

佛經翻譯可被視為中國第一次以丈字記載的翻譯活動，更早的翻譯活動以口譯

為主，也沒有系統性的佛典翻譯活動的數量出現。

佛教最早傳入中國的年代不詳。佛教開始流傳於中國時，其與當地宗教思想之

差異不太明確，猶未形成獨立的宗教。但是後來佛教經過長期的發展，出現越來越多

譯經，更顯出其教義與當地思想不同之處。這樣，為了提高他們宗教的地位，後世不

同宗教的信徒(即道教和佛教)形成了不少的來源傳說，證明最早來華的宗教是他們

所信的宗教。因此，現存的文獻保留大量不同的說法。 1

但從觀察中國向西域的開拓，與佛教從印度向四方傳教活動的歷史可以推測，

至西漢時佛教在中國已留下痕跡。根據楊惠南的研究，西元前 273-232 年，古代印

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支持僧人目鍵連子帝須，派遣許多弟子去弘揚佛教。而且因為漢

武帝時(西元前 140-87 年)中國向西域開拓，東西交流絲路也打開。 2 所以大概西漢

末年時，西域僧人已開始前往中國。根據朱恆夫等先生的解釋，在西漢時，寺廟曾經

設立於中國，但是「功用為了滿足西域，印度來華的僧侶或商人的宗教信仰。法律不

允許中國人出家3」。當時佛教未吸引中國統治者或學士的注意，據當時人所瞭解，佛

教與當地宗教思想、大同小異。況且當時佛經還未翻譯成中文，甚至或在中國還沒出現。

因此，西漢時佛教仍被視為屬於外國人的宗教信仰。

三、譯場的翻譯制度

(一)譯場制度的發展

根據竺家寧的研究，譯場可以界定如下: r譯場，指翻譯經典之處，叉可稱為譯經

院J 0 4 佛經翻譯史可以分為四個時期:東漢至西晉，東晉南北朝，隔唐代，宋代。譯場的

發展從東漢開始，然而真正的譯場形成於東晉南北朝的時代，然後從東晉南北朝一直

到宋代，歷經很長的演變歷程。

1 任繼愈 : (中國佛教史)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2.1996) 頁的-65 。

2 楊惠南: (佛教思想發展史論) (台北:東大圖書股份公司， 2008 年 10 月}頁 199-201 。

3 朱恆夫，王學鈞，趙益: (新譯高僧傅) (台北:三民書局印行， 2005 年 10 月)頁 1 。

4 竺家寧: (漢文佛典文獻概論:四，譯場〉竺家寧的語言世

界， h役。:lIwww.wretch.cc/blogJccn2006/16912554.200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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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東漢至西骨的佛經翻譯

東漢時代視為佛經翻譯早期的開始。根據裴源先生的研究，以唐代《開元釋教

錄〉為據，東漢至西晉所有的譯者共有三十四人，譯出七百二十六部，一千四百二十

卷佛經。 5 由此得知當時的譯經工作已變為普遍的現象，但是從方法的角度來看，翻

譯方法與理論仍然屬於初級的階段。在這個時代，自西域來的僧人已經開始翻譯佛經，

但是東漢至西晉時代，譯場尚未形成。儘管如此，在這個時代，後世譯場特有的性質

屬於雛形狀態，後世譯場若干的職位和工作範圍開始逐漸地進展。

東漢翻譯史主要代表人物有安世高和支霎迦識(支識)兩位西域人。這兩位譯

者在東漢時代居洛陽進行佛經翻譯工作。安世高曾經翻譯過三十七部佛經6 支識二

十一或者二十三。 7 安世高翻譯的內容以小乘佛經為主，特別強調佛教禪學思想，

主要譯作如〈安股守意經} I {陰持入經}，{法意經} I {人本欲生經}，{道地經〉等。

支識相反，以大乘為主。 s他最早在中國介紹般若學，其代表譯作如〈道行經} I {首

楞嚴經} I (維摩詰經〉等。兩位同樣僅僅部分地將佛經翻譯成漢語，沒有全譯本。 9

安世高來自安息，本來是安息國太子。根據〈高僧傳〉的記載，他自幼好學，

也通曉天文，風角，醫學等方術。 10 {高僧傳〉和出三藏記集有關安世高的記錄沒提

出任何助手，但是任繼愈先生推論，據嚴佛調在〈沙彌十慧章句序〉中所言: r或以

口解，或以文傳」 11 ，我們得悉安世高翻譯方法或以私人翻譯，或以口傳的方式為主。

口傳時一定要找本地人一起合作，因此在佛經翻譯早期階段，已經能夠看出後世翻譯

制度的痕跡，即主譯和筆受合作翻譯。這個翻譯方法不但強調演講梵文的作用，而且

使得翻譯過程具有濃厚的交流性質。成功依賴西域僧人和華人一起討論，合作。此交

流性質使得這過程深遼影響到當時的學術界。

安世高所翻譯的經典大多以其個人最熟悉的教義來決定。此現象或許是受限於

資源所決定的，早期來華的僧人僅能用其所帶來的經典或者所能背誦的經典作為翻譯

5 裴源: (佛經翻譯史實驗究一中國翻譯史綱(上篇)} 13 頁(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國 72 年 3

月) ，聲鶴鄭先生在〈中國文獻學概要〉以朝代列出開元釋教錄所記的譯人與譯經，漢代共有 3 譯人，

192 部，曹魏共有 12 譯人， 5 部，孫吳共有 5 譯人， 189 部，西晉共有 12 譯人， 333 部(詳見鄭鶴聲，

鄭鶴春: {中國文獻學概要} (台北:薑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6 年 8 月畫一版)。

6 {高僧傳〉漢誰陽安清傳記三十九。見朱恆夫，王學鈞，趙益注意:{新譯高僧傅} (台北:三民書局

印行， 2005 年 10 月) 7 頁。

7捧出三藏記集有十四部，三寶記著錄增加此數為二十一，開元釋教錄為二十三。見{裴艾}28-29 頁。
s 裴源: (佛經翻譯史實驗究一中國翻譯史綱(上篇)} 20 頁(台北:大乘文化出師士，民國 72 年 3
月)。

'同 8 註I 17-19 頁。

10 梁釋慧咬: {高僧傳} , CBETA ' T50 ' no. 2059 '第一卷。

11 任繼愈: {中國佛教史}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 1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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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但是亦強調佛經翻譯另一種現象，便是佛經翻譯者最必要其備的條件，是對佛

教和佛經方面的知識。佛經的語言深奧難解，先得理解原文的意義，才能進行翻譯。

這一點跟後世譯者的翻譯工作有著截然不同的特色。

支宴迦識是月氏人，於漢桓帝建和元年( 147 年)達到洛陽。〈高僧傳〉有關他

的翻譯方法寫得較為詳細一點，由此我們得悉支識使用了合作方式進行翻譯。 12根據

任繼愈的研究，支識通常跟竺佛朔合作譯經。例如〈道行徑〉的翻譯過程以竺佛朔為

梵文口傅，接下來以支識口譯成漢語，然後孟元士作筆受，將其口譯的內容寫成中文。

13由此可知，雖然猶未形成系統的翻譯制度，在佛經翻譯早期，後世譯場制度的基本

因素開始形成，從工作內容來看，主譯，傳語，筆受三個職位的任務已開始定型。

從有關安世高與支識的記載來看，我們得知，雖然當時譯者偶爾實用私人翻譯

方式，當時主要佛經翻譯工作多屬於兩三人合作的活動。此外，早期翻譯活動中可見

兼行講解經義和翻譯的趨勢，如〈高僧傳〉漢錐陽安清傳(安世高)介紹安世高的翻

譯工作方式 r於是宣譯眾經，改梵為漢」"。由此可知，當時的翻譯方法已經實用合

作方式，同時也是一種公開進行活動，提升佛經和梵文在中國社會的可觀度。

通過三國時代至西晉，佛經翻譯緩慢地演變。三國吳國主要的譯者如吳僧支謙，

康僧會都是生於中途西域人的後裔，受過兩種不同文化的影響，而在中土長大，有關

這兩個譯者的記載中見不到有關合作伴侶的記錄。但實際上，譯經活動大體上還繼續

實用合作方法。〈高僧傳〉關於三國吳僧維祇難，西晉竺法護的記錄都描寫這兩位僧

人，因尚未習得漢語，使用合作翻譯方式。 1S這兩位僧侶像早期翻譯史大多數譯者一

樣，都是西域不同國家的僧人。由此可知，合作翻譯方法跟早期譯者的背景有著重大

的關係。

雖然在早期佛經翻譯時代，譯者獲得重要的進展，但當時的翻譯與後世的翻譯

制度具有明顯的差異。譯經活動沒有特定的地點。而且，雖然僧人與統治階層的關係

不錯，甚至受到官方的歡迎，翻譯活動沒有真正地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 16 此外，雖

然合作翻譯方法有著起步的發展，但沒有用譯場那麼嚴謹計畫的翻譯制度。 17 主譯，

傳語，筆受三個職位出現，但是跟後世譯場相比，其工作範圍較為廣。但就翻譯方法與

漢語語言學發展來講，早期重視這三個職位，使得翻譯工作變為有助於語言比較分析

的活動。

12 同 10 註。

13 任繼愈: (中國佛教史)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 148 頁。

"梁釋慧咬: (高僧傳) , CSETA .T50 ' no. 2059 '第一卷。
15 註 14 。

“劉長慶: <我國古代譯場制度的發展及其影像)(襄獎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4 期， 51 頁。
17 註 16， 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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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翻譯史主要的進步，除了合作翻譯方法初步發展之外，亦有更多華人開始

西遊求法，解決缺乏梵本的問題。再者，到了三國時代，有幾位譯者開始討論翻譯理

論，判斷舊譯的優點與缺點，奠定質文兩個翻譯理論學派的基礎。

2 、東晉南北朝的譯場制度

中國最早的譯場為長安譯場，建立於前秦建元年間 (365-384 )。就譯場的發展而

言，這時代最重要的發展是譯者職務範圍具體化，譯者職位的增加，還有參與譯經人

員的擴大。同時，在這時代譯者與統治階級的關係越來越緊密，主譯增人或收到官

方的邀請進行翻譯，但官方尚未開始直接參與譯經活動。

從翻譯史早期開始，合作翻譯或有三個最主要的職位:第一就是主譯者，基本

上是佛教的法師，一般是西域人為主，通曉梵文，或許也會漢語。主譯的任務便是與

聽是講梵文經文，然後講解經文的意義。第二是傳語，若來自境外的主譯尚未習得漢

語而無法自行講解和口譯的任務，傳語則替主譯進行口譯。講解完後，筆受者將梵文

的漢語譯文寫下來。除了主譯，傳語，筆受三個人以外，聽眾也具有重要的任務。首先，

講經的時候，聽眾者會提間，而提問對正確地將梵文翻譯成漢文真有重大的幫助。最

後，經文以漢艾記載之後，主譯者會參考聽泉者在當場聽講經時候所寫的筆記，作為

校對的根據。因此，參與聽眾的人也有資格上的要求，以較為通曉經文者為優先。 18

東晉南北朝譯場的發展關鍵在於組織譯經活動在同一個場所並發揮上面三份職

位的工作內容。因此，觀察長安譯場職位的內容可見譯場分工的制度變得更為複雜。

把全譯場制度的職員概括如下:一，口宣;二，正文義;三，筆受為梵文;四，譯

語;五，筆受為漢語;六，校定。"可見東晉時代的譯場制度，分工系統叉歷經長期

的發展過程。

到鳩摩羅什譯場時，譯場制度的分工制度變得更為嚴密，而其據說參與講經譯

經的譯者和聽累變得非常龐大。當時譯場最多運用九種不同的職員。一，讀梵文;二，

口譯漢語;三，證梵義;四，核對漢梵文字是否義旨符合;五，筆錄成漢文;六，整

理文字;七，勘削冗長語句;八，驗證譯文的文義是否符合宗教義理;九，寫出序言。

由於早期的佛經翻譯面對的問題之一是有無「原本J 的問題，在這個時代可以

觀察另一種現象，便是華僧西遊求經的現象。由此，在這個時代的翻譯過程中，梵本

為「原本」的使用更為普遍，分工的制度也代表翻譯變成一個專業活動的重要步驟。

18 曹仕邦: < 晴以前的譯經方式) ，見{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台北:東初出版社，民國 81 年)頁 11-的。

"劉長慶: <我國古代譯場制度的發展及其影像)(襄獎學院學報〉第28卷第4期，頁52 。
20 註凹，頁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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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唐代至宋代的譯場制度

唐代的譯場順著前世譯場發展的路徑繼續演變，變得更嚴密與專業。首先，從

分工制度來看，譯場的分工制度擴大，從九個職員至十二的職員。唐代的譯場制度職

位包括:一，譯主;二，筆受;三，度語;四，證梵本;五，證梵義;六，證禪義;

七，潤丈; }丸，證義;九，梵日貝;十，校勘;十一，監護大使;十二，正字。從上面

的位置可知，這時候譯場正是受到官方的支持，從「私譯 J' 即信徒支持的譯經活動，

編為「宮譯」的制度。此外，雖然職位擴大，根據曹士邦先生的研究，情唐時，講經

和譯經活動逐漸分離。 21

宋代的制度稍微簡略一點，職位較少:一，譯主;二，證義;三，證文;四，

書字梵學僧;五，筆受;六，綴文;七，參譯;八，刊定;九，潤艾。 22 在宋代，

譯場不僅改動職位，叉改動譯場所在的組織結構。早期的譯場位於寺廟裡，但是因為

兼行講經譯經，譯場職員和一般的僧徒在同一個場所進行活動。到了宋代，譯場被分

為三個房間。由於譯場被割裂，雖然職員還在合作，講經譯經不可能兼行。由此可知

宋代譯場完全分開講經與譯經的活動，譯經也變成更專業的工作。 23

在唐代，有更多華僧去天竺或西域各地求經。因此，通曉漢梵文的華僧愈來愈

多。到了宋代，這種人才的增量導致一個新的現象，便是國內的梵文學習風氣開始盛

行。由於當時的僧人發現外語教學的重要性，在譯場開始培養年輕的出家人為外語人

才。可以說當時的譯場代表中國最早的外語學院。

(二)譯場的特徵:與早期翻譯的差異及對後代謝擇的影響

想瞭解譯場翻譯制度的特殊價值，首先得瞭解譯場組織的翻譯活動與中國和西

方早期翻譯活動具有何種差別。其一，在西方與中國早期的翻譯歷史中，譯者一般是

私人性質的活動。西方與中國早期翻譯史，沒有像佛經譯場那麼系統地集合翻譯者一

起合作翻譯大量不同經典的活動，這種集體翻譯方法，在西方的例子極少數。

討論西方早期翻譯歷史的困難之一，便是西方的領域與文化特別廣闊，但是基

本上，在翻譯歷史的早期，只有幾部作品是通過集體性的翻譯而形成，例如七十士譯

本(希伯來聖經的通用希臘語譯本) 0 24 儘管西方早期有一些作品經過集體性的翻譯

21 曹仕邦: (中國佛教的譯場組織與沙門的外學修養一大乘佛教奠定於東亞的兩大要素 ) (中華佛學學
報}第十二期，頁 117 。
22 竺家寧: (漢文佛典文獻概論:四，譯場) (竺家寧的語言世

界， btto://www.wretch .cc/bloe:/ccn2006/16912554.2007 年 10 月)。
23 劉長慶: (我國古代譯場制度的發展及其影像) (襄獎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4期，頁侶。

240elisle, Jean & Woodsworth, eds. ].ranslators throUlzh History.. Amsterdam: Benjamins Translation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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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被翻譯成別的語言，沒有形成有系統的翻譯過程。以上的例子沒有導致更多集

體性的翻譯。

中國最早有關的翻譯記載出現於周代時，便等於華人與同時居在中原不同族群

溝通的工具。周代的「行人」便等於口譯官員，而沒有作記載的任務。中原文化在周

代與更早的時代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環境，譯員的存在是必然的事。根據途克超先生在

〈翻譯在中國歷史上的發展〉寫的解釋， r明禮設行人之宮，明定職權，翻譯似係行

人職掌之內的。工作會經分配，掌四方的語言各有其官一一東方叫「寄 J'南方有「象J ' 

西方曰「狄鞋J' 北方日「譯」。」 25 但在這時代，翻譯似乎還是屬於一種個體活動，

而非群體性的。

其二，從事佛經翻譯的譯者與現代譯者是不同的。現在進行翻譯的人員，主要

判斷因素便是他們的語言能力，而不一定涉及到他們的學術領域。如湯用彤先生所說

的:

今日譯識外洋文字，未悉西人哲理，即可譯哲人名著。而深通西哲之學者，則

不從事譯書。然古昔中國譯經之巨子，先須先既為佛學之大師...譯出其文，即

隨講其義。所謂譯場之助手，均實聽受義理之弟子。 26

佛經翻譯的活動與傳教的宗教態度也有關係。早期的譯場具有兩種任務，其一

是講經中蘊含的意義，其二是譯經。對翻譯者而言，翻譯最重要的任務是將佛義清楚

地了解並將佛義翻譯成漢語。佛經的含義很奧妙，看懂原文不一定代表看懂佛經原文

的意思。所以要翻譯佛經，語言能力是必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譯者能否瞭解經中含

有的高深精妙佛義。

參與翻譯的人員一定是專門學佛教教義的僧人與學士。佛經翻譯者的專業化與

現代翻譯者有一定的差異。現代翻譯者最主要的條件是語言能力，對翻譯內容的了解

在翻譯過程中可以習得。但是當時進行佛經翻譯的人員一定是通曉佛義，才會參與這

個活動。

四、佛經街擇對聲領學發展的影響

佛經翻譯基本上代表一次長期的語言接觸，漢語第一次與西方印歐系語言長期

對比研究的一次活動。因此，翻譯佛經的過程有一定的難度。為了面對這個挑戰，譯

1995. pp. 163-165. 

25 注克超: (翻譯在中國歷史上的發展卜見陳鵬翔:(翻譯史﹒翻譯論) (台北:弘道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民國 64 年)頁泊。

26 湯用彤，馮承鈞: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 (台北:鼎文書局印行，民國65年12月)頁2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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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形成世界上最嚴密的翻譯制度之一。譯場制度由東晉到唐代，經過漫長的演變過程，

但從早期佛經翻譯史到晚期，翻譯過程中存在三個特徵使其對當時語言學發展產生巨

大的啟發作用:一是，中國譯場還保持口傳的重要地位。從東晉到了唐代，在譯場中

有人把梵文誦讀，所以不管聽眾是否聽懂，至少一定會聽到梵文的語音。二是，梵文

是拼音文字組成，參與翻譯過程的人也能夠觀察到印度人如何分音節。三是翻譯手段

之一為音譯，使翻譯者用漢字模擬梵文中的專用名詞，地名，任命等。梵文的複合子

音，長音節，長短元音的特徵是漢語沒有的，而且漢語的聲調和音節結構與梵文有著

明顯的差異。聽僧人演講梵文，觀察梵文的拼音文字，用漢字模擬梵文的音節，則兩

種語言之間的差異變得更為明顯。

就中國語言學來講，韻書的創作是一個重要的發展，而韻書的創作依賴不少聲

韻學理論的發展才能實現。該發展陪著佛教的傳入和發展緩慢的出現。根據竺家寧先

生〈聲韻學〉所提到，韻書的發展有內在條件與外在條件。內在的條件便是押韻作用。

為了幫助解決寫詩的困難，韻書按照音節的內在音素列出那些韻母是可以押韻的，對

詩人提供好用的參考書。外在的條件是佛經譯經，聲調的發現與反切的應用，而兩個

後者的條件都受到前者的影響。 27 聲調與反切代表明確地了解中文的音素，把一個音

節分為聲母，韻母與聲調。若未如此區分的話，韻書不可能形成。

反切在東漢有了具體的發展，而因為當時佛經翻譯工作越來越普及化，我們推

測應該是受到這個事業的影響。如果把漢梵語兩種語言放在一起研究的話，最明顯的

就是梵文拼音文字與漢字的不同性質，以及梵漢語不同的語音系統。梵文的拼音文字

是分析音素的文字，表示一個音節所有最小的音素。再者，梵文的詞彙是多音節的，

沒有聲調區分意義的因素。

反切基本上是一種拼音的方式。其例如「行，下孟切J '上字代表聲母的音素，

下字代表韻母與聲調。王力先生在「中國語言學史」這本書提出很多歷史的記載，說

明反切的起源與西方和佛教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例如:

南宋鄭樵的〈通志﹒疑問略〉說:

反切之學起於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字，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

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

叉有南宋陳振孫〈郡齋書錄解題) : 

反切之學自西域入中國，至齊梁間盛行，然後聲病之說詳焉。 28

27 竺家寧: (聲韻學}第六講〈韻書的作用與治革)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0
月)頁 177-178 。
28 王力: (中國語言學史)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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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聲韻學的專書裡，也很容易找到贊同反切與佛教關係的記載，例如唐作藩先

生所寫的:

東漢初佛教已傳入中國，而宣傳佛教教義的佛經是用印度古代梵文寫的。梵文

是一種拼音文字，中國人要學習佛經，首先要懂得梵文;另外，隨著印度佛教

的傳入，也從印度來了一批僧人，他們為了宣傳佛教，當然也要學習漢語。在

這種文化的交流中，中國的沙門和學者在梵文拼音方法的是先發和影像下，於是

說創造了反切法。 29

可見關於反切發展淵源，歷代學者早已認識其與外來語的關係。而且譯場是漢

梵文語言接觸最密切的場所。

聲調是漢語有而梵語沒有的音素，主要的作用是辨義，跟語謂的概念不一樣。

漢語有聲調的區別，很早就存在了，但是作為母語的特徵之一 ，可說是早期中國語言

所不知不覺的現象。對佛經如何影響到四聲有兩種說法:第一是是轉讀佛經;第二通

過佛經翻譯的方法，才逐漸而間接地影響聲調理論。佛教傳入中國的時候，學界已經

對漢語的聲調有初期的了解，但是四聲的觀念還沒完整的發展。

四聲論為出現，學者以音樂的“宮商角徵羽11的概念，來描寫或者說明漢語的聲調。

30 基本上，這可視為聲調初步的認識。在魏晉南北朝的時代，根據語言學的發展，學

者開始對聲調形成系統的學說，成立四聲說。在漢語音韻學歷史上，四聲學說的最

早代表人物是周顯和沈約。竺家寧先生說明:

四聲的知識在六朝時代既新鮮，又時皂，一般文人學士都津津樂道。以四聲為

名的著作更是不勝仗舉:周顯〈四聲切韻) ，沈約〈四聲譜) ，張諒〈四聲韻林) , 

劉善經〈四聲告歸) ，夏侯詠〈四聲韻略〉…。 31

促進這種發展的外在條件之一就是佛經翻譯過程和譯場。到了魏晉南北朝的時

代，佛經翻譯進入了盛行時期，翻譯的佛經增加，此外，越來越多人能夠參與翻譯

活動，作為聽累還是直接參與譯經的過程，還有更系統化的翻譯方法和理論。

五、結語

佛經的翻譯可以如此影響當時聲韻學的發展是因為是一種長期語言接觸的現象。

佛教傳教口傳的傳統保留在中國佛經翻譯的制度，重視主譯念原文梵文的重要性，讓

29 唐作藩: (音韻學教程)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2 年 8 月)頁 20 。

30 萬繩楠: (魏晉南北朝文化史) (東方出版中心. 2007 年 05 月 01 日)頁 186 。
到竺家寧: (聲韻學)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 81 年)頁 1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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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佛經翻譯的人進行語言比較以及擴大一般人對外國語言的知識。佛經翻譯受到中

國人的歡迎和官方的支持，而在這個制度下，越來越多當地人能夠參與並觀察這個過

程。能夠聽外來語的音節，觀察外來的文字，而且在譯經過程當中，特別在面對音譯

的時候，用漢字模擬梵文的音節可以進行比較分子。譯場便作為梵漢文語言接觸的媒

介。因此，佛經翻譯的活動對當時的語言與語言學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作為漢

語演變和語言學進展的外在啟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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